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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收容遣送制度的经济影响

———基于检验最优城市理论的实证研究

王智波　韩　希①＊

摘　要　本文将中国２００３年废止收容遣送制度视为 “自然实
验”，基于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影响城市实际规模，不影响城市最优
规模的逻辑，检验城市的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之间的缺口是否因之
缩小、人均收入是否因之提高，从而，验证最优城市理论能否成
立。本文采用双重差分、固定效应－双重差分、干预效应－双重差分
等估计方法，发现废止收容遣送与相关城市趋近于最优规模以及城
市人均收入提高存在因果关系。这是最优城市理论成立的一个
证据。
关键词　城市最优规模，收容遣送制度，双重差分模型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１８．０４．０７

一、引　　言

２００３年６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命令，废止了实施长达２１年的
收容遣送制度。这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政
府自１９５８年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以来，首次在政策层面允许外地户籍人员在大
中城市寻找工作。然而，迄今为止，经济学文献对如此重大的一场社会制度
变革却没有任何研究或记录。
本文试图识别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对相关城市的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的影响。

在中国城市化加速阶段，中央政府决定废止收容遣送制度，无疑将对相关城市
的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如何从众多影响因素中识别出这
一政策效应是一个挑战。本文的思路是将废止收容遣送制度视为一个考察最优
城市理论的 “自然实验”，基于 “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只影响城市实际规模，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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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最优规模”的逻辑
　

①１
　
，检验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是否导致相关城市的实际规模

与最优规模之间的缺口缩小；基于最优城市理论，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之间
的缺口缩小将导致人均收入提高，本文检验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是否导致相关
城市人均收入提高，从而达到验证最优城市理论和识别政策效应的目的。
城市最优规模是指边际意义上的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相等时的城市人

口规模。在要素自由流动状态下，城市最优规模自发实现，因此，又称城市
均衡规模。因为不同城市的技术特征不同，所以各个城市的最优规模各不相
同。用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７：ｐ．９４９）的话来描述就是 “当城市规模的不经济抵消
了规模经济时，城市被限制在不同的均衡规模之中”。始于 Ｍｉｒｒｌｅｅｓ（１９７２）、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１９７２）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７４）的贡献，空间经济学完成了对城市最优
规模可以由市场自发实现的证明。Ｆｕｊｉ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ｉｓｓｅ（２００２：ｐ．６４）称之为空间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空间中，任意一个竞争性均衡都是帕累托有效。”

　

②２
　

经济学家很早就由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知道影响城市最优规模的诸多因素，
然而，直到三十多年之后，用于经验研究的最优城市估计模型才由 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建立起来。　

③３
　他们将空间一般均衡模型转化为估算城市最优

规模的结构回归模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ｍ），利用城市人均实际收入（ｒｅ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ｅｒ　ｗｏｒｋｅｒ）最大值与城市最优规模联合内生的性质，建立城市人均收入与城
市人口规模的倒Ｕ形曲线 　

④４
　
，如图１所示。他们发现在１９９７年，中国２０４个

地级市中，大部分城市实际规模小于最优规模，由此测算出中国城市人均收
入相对于城市最优规模处，存在潜在人均收入的净损失。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①

②

③

④

１ 城市最优规模是由城市所处于的客观经济与地理条件决定的，影响城市最优规模的因素中不包括城
市政府是否实施或废止收容遣送。
２ 空间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同于 Ａｒｒｏｗ　ａｎｄ　Ｄｅｂｒｅｕ（１９５４）证明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Ａｒｒｏｗ－
Ｄｅｂｒｅｕ模型假设了凸技术和凸偏好，两者分别对应等产量线和无差异曲线凸向原点。这两个凸性是证
明一般均衡存在性、唯一性的基本假设。但是凸技术排除了规模报酬递增，凸偏好排除了居民在空间
中选择唯一点定居，从而，Ａｒｒｏｗ－Ｄｅｂｒｅｕ世界中不存在城市。空间一般均衡理论是由Ｍｉｒｒｌｅｅｓ（１９７２）、
Ｓｔａｒｒｅｔｔ（１９７４）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７４）开创的。按这一理论，技术和偏好都是非凸的，技术外部性与竞争
范式兼容表现为厂商对生产中的规模经济与交通运输中的规模不经济的权衡导致生产活动在空间集聚；
工厂城（ｆａｃｔｏｒｙ　ｔｏｗｎ）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规模经济收益和交通成本随之增加。
在各城市间自由流动的劳动者对集聚收益和集聚成本的权衡使城市人口规模达到均衡，与此同时，城
市达到最优规模，城市体系达到一般均衡。
３ 在此之前，有两篇实证估计城市最优规模的文献，分别是Ｙｅｚｅｒ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１９７８）和Ｋａｎｅｍｏｔｏ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前者利用９０个美国城市的样本数据，建立一条工资与城市规模的倒 Ｕ形曲线函数，通过计
算一阶条件找出倒Ｕ形曲线顶点对应的人口规模是１５０万到２５０万人。这一方法的缺陷是没有考虑不
同城市会由于产业技术特征、市场潜力（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地理区位等因素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最优
规模。后者的研究建立在亨利·乔治定理（Ｈｅｎｒｙ　Ｇｅｏｒｇｅ　Ｔｈｅｏｒｅｍ，ＨＧＴ）之上。他们技巧性地利用
ＨＧＴ中 “总级差地租等于公共支出时，城市人口规模最优”的思想，通过比较各城市的相对值，判断
日本东京的城市规模是否过大。这一方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４　 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的理论模型包含了影响城市人均收入的关键因素，由城市人均收入最大化
问题的一阶条件，解出选择变量———城市最优规模的外生变量和参数———城市生产的外部规模经济、
城市专业化分工程度、城市规模不经济所带来的运输成本、城际贸易成本、资本强度、市场潜力和城
市体系中城市等级（ｕｒｂａ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的函数。再将选择变量关于参数的函数代入目标函数，得
到潜在人均收入的函数。因此，城市潜在人均收入是值函数（间接目标函数），它和城市最优规模是联
合内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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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发表之后，评论者和引用者众多。在我们收集到的文献中，学者们的
兴趣在于评估城市规模是否达到最优，如Ｋｉｍ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评估韩国首尔都市
区的规模效率、Ｈｉｔｚｓｃｈｋｅ（２０１４）分析德国城市群的最优规模。

图１　城市规模与城市人均收入的倒Ｕ形曲线

本文与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的联系是本文使用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模
型测算了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中国２０４个城市的最优规模。本文与之的区别是，后
者先验地接受最优城市理论，由结构模型推导城市最优规模的理论值和潜在
人均收入的理论值，再根据城市实际观测数据与理论数据之差计算城市规模
缺口和人均收入缺口。由于城市最优规模的理论值和潜在人均收入的理论值
是对偶关系，因此，它无法提供 “城市规模越接近最优规模，人均收入越高”

的证据。本文则通过检验废止收容遣送制度是否导致城市实际规模与最优规
模的缺口缩小以及废止收容遣送制度是否导致城市人均收入提高，来验证最
优城市理论能否成立。

除上述文献之外，与本文相关的文献还有两支：一是关于 “中国城市规
模是否过小”的讨论。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ｇａ（２００４）证明在人口自由迁移的条件
下，特定城市如果不是处于倒Ｕ形曲线的顶点，那么它将处于倒Ｕ形曲线的
右侧。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发现１９９７年绝大部分中国城市处于倒Ｕ形曲
线的左侧，他们猜测这是户籍制度导致的结果。Ｘｕ（２００９）使用中国１９９０—

１９９７年１５５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也发现中国城市规模小于最优规模，人均产
出小于潜在产出的证据，他也认为这是户籍限制导致的结果。Ｌｉ　ａｎｄ　Ｇｉｂｓｏｎ
（２０１５）使用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重新检查中国城市是否太小问题，他
们发现２０１０年中国４／５的城市与其最优规模接近，估计出来的人均产出损失
也较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小得多，他们认为这是人口流动加速的结果。

本文的发现与这一支文献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不过与他们的关注点和理论意
义不同。

二是关于 “农民工进入城市对城市就业和城市人均收入的影响”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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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ｄ（２００５）和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ａｎｄ　Ｐｅｒｉ（２０１２）发现，外来移民对美国本土低技能工
人的经济地位产生不利的影响；Ｃｏｍｂ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使用２００７年中国家庭收
入调查数据、２００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２００８年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通
过分解替代／互补效应，估算了农民工进城对城市居民名义工资水平的影响，

他们发现外来人口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陆铭等（２０１２）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Ｐ）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的数据，发现城市规模每扩大１％，个人的就业概
率平均提高０．０３９—０．０４１个百分点。高技能和低技能组别的劳动力均从城市
规模的扩大得到好处，而且低技能组别劳动力的受益程度更高。都阳等
（２０１４）使用２００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和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
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可以扩大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规模，并提高城市经济
的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他们预测未来６年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所提高的
全要素生产率所带来的经济净收益约为ＧＤＰ的２个百分点。这一支文献为废
止收容遣送制度之后，农民工进城导致城市人均收入提高提供了微观证据。

从本文的视角来看，农民工进城之所以没有表现出拉美国家 “城市病”———

失业增加和人均收入下降，而表现为城市人均收入提高，是因为当时中国城
市规模小于其最优规模，因此，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城市实际规模与最优规
模的缺口缩小，城市人均收入提高。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收容遣送制度的历史沿革；

第三部分是分析框架；第四部分是变量与数据；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第六
部分是结语。

二、背　　景

（一）收容遣送制度的历史沿革

　　１．计划经济时期，收容遣送制度建立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府奉行 “压缩城市人口的方针”
　

①５
　
，构造了集 “户

口登记制度”与 “粮油供应制度”于一身的户籍管理制度和与之配套的收容
遣送制度。体制内粮食分配体系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抑制人口迁徙的关键手

段
　

②６
　
，但是，在 “三年困难时期”，严格的户籍和粮食供应制度并没有杜绝农

①

②

５ 见国务院于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３０日颁布的《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和１９５７年７月２９日颁布
的《批转关于实施阻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削减城市人口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的报告》。
６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及《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
法》，规定城镇人口凭城镇户口按人定量供应，农民吃粮自行解决，确立了粮食的统购统销体制。１９６３以
后，公安部在人口统计中把是否吃计划供应的商品粮作为划分户口性质的标准，吃国家供应粮食的家户
即被划为“非农业户口”。这样，居民户籍关系与粮油关系实现了一体化。户籍与粮食关系的结合，一方
面确保对城镇居民供应口粮，另一方面使得农村人口即使流入城市后也将因无处买粮而退回乡里，因此，
基本排除了农民自行进城找工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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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 “盲目流动”。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公安部 《关于制止人
口自由流动的报告》中决定大中城市设立 “收容遣送站”，将盲目流入城市人
员强制收容，审查鉴别后遣返原籍。余亚梅和唐贤兴（２０１２ａ）指出，这一时期
建立起来的 “收容遣送站”运作体系和政策层面相关制度安排，标志着收容
遣送制度建立起来。
我们有必要指出，虽然收容遣送制度诞生之初就是为制止人口自由流动，

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粮食定量供应体制有效地控制了外来人口进入城市，
收容遣送制度只是针对零星的进城乞讨人员的辅助措施。

２．１９９１—２００３年，收容遣送对象扩大到 “三无”人员
改革开放以后，粮食和生活资料供应短缺逐步缓解，在以下３个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 “民工潮”出现了：（１）议价粮供应大增且价格逐步下降 　

①７
　
；

（２）大中城市经济发展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３）１９８５年，公安部颁布
《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赋予公民在非户籍地居住的合法性。
为解决农民工无序涌入大中城市问题，１９９１年５月国务院印发文件 《关

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明确将 “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
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的人员———纳入收容遣送范围，此即新收容遣送制度。

１９９５年８月公安部下发 《公安部关于加强盲流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确定
“三无”人员即盲流人员，是 “流动人口中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及无正当
工作或经济收入的人员，多为盲目外出找工作或流浪乞讨人员”。

３．“孙志刚事件”导致收容遣送制度废止

２００３年３月，媒体曝光 “孙志刚事件”成为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导火索。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０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从
此，外来人口在大中城市寻找工作再无收容遣送之虞。

（二）实施新收容遣送制度的原因

邱志勇（２００３：第７９页）认为 “人员的急剧流入会凸显城市容纳能力的局
限性，造成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争利的紧张局面”是政府推出新收容遣送制
度的原因。余亚梅和唐贤兴（２０１２ｂ：第７７页）指出 “收容遣送的政策目标，
就是限制外来人口流入，劝阻农民进城，让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我们认
为，除此之外，实施新收容遣送制度还与国家实行 “差别化城市规模控制政
策”

　

②８
　和在当时条件下地方政府对与地区经济增长无直接贡献的 “非经济性公

共物品”供给不足有关（傅勇，２０１０）。

①
②

７ 议价粮是指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政府在粮食定量供应之外，容许市民不用购粮证和粮票购买的高价粮。
８ 当“民工潮”出现以后，一方面，国务院１９９１年５月出台《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应对外来
人口“无序”“盲目”进入大中城找工作；另一方面，商业部公安部１９９１年５月联合发布《关于自理口粮户
口人员“农转非”办理户粮关系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中小城市对符合条件的农业户口人员转为非农户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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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收容遣送制度的影响

收容遣送制度不但增加了外来人口进城找工作的心理成本，而且实际遣
送了大量进城寻找工作的外来人口，从而实质上影响了劳动力流动和城市人
口规模。据媒体报道，广东省２０００年共收容遣送５８万人次，其中，青壮年
占９３．１％；北京市１９９９年共收容遣送１４．９万人次，２０００年仅上半年就已经

达１８万人次。　

①９
　

（四）废止收容遣送制度是随机事件

“孙志刚事件”是偶发事件，从逻辑上看，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在时间点上
是外生的。这有利于我们将废止收容遣送制度视为自然实验来检验最优城市
理论。

三、分 析 框 架

（一）命题

　　 本文试图检验的命题如下：

命题一：废止收容遣送制度扩大了相关城市人口规模。

命题二：废止收容遣送制度缩小了城市最优规模与实际规模之间的缺口。

命题三：废止收容遣送制度提升了相关城市的人均收入。

上述三个命题构成了一个逻辑自洽体系：（１）命题一是基础；（２）命题二
是对最优城市理论的直接检验；（３）命题三是命题二的推论。如果命题二成
立，按最优城市理论，命题三也将成立。否则，我们就发现了最优城市理论
不成立的证据。

（二）识别方法

１．双重差分模型
本文以２００３年以前对 “三无”人员实施收容遣送制度的城市作为处理

组，以未对 “三无”人员实施收容遣送制度的城市作为对照组，通过双重差
分模型（ＤＩＤ）研究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城市规模、城市
规模与最优规模之间的缺口、人均收入三个方面的净差异有多少可以归因于
废止收容遣送制度。

ＤＩＤ是由处理组在政策前后差分得到政策效应和时间效应，由控制组在

①９ 数据来源：广东新闻《六问收容制度》，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ｕｔｈｃｎ．ｃｏｍ／ｎｅｗｓ／ｇｄｎｅｗｓ／ｎｙｄａ／２００３０５２７０１５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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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前后差分后得到时间效应，两者之间再差分得到政策效应。本文的ＤＩＤ
估计方程设定如下：

Ｙｉｔ ＝β０＋β１Ｔｒｅａｔｅｄｉ＋β２Ｐｏｓｔｔ＋β３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Ｐｏｓｔｔ＋β４Ｘｉｔ＋εｉｔ， （１）

其中，Ｙｉｔ是因变量，在不同的命题检验中分别表示常住非户籍人口、城市总
人口、城市规模缺口和人均非农收入。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是表示处理组与控制组城市

的分组虚拟变量，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１时表示２００３年６月以前对 “三无”人员实

施收容遣送制度的城市，系数β１ 刻画的是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平均差异。Ｐｏｓｔｔ
是表示废止收容遣送制度的时间虚拟变量，系数β２ 刻画的是政策实施前后两
期的平均差异。收容遣送制度废止的时间是２００３年６月至１２月，我们把２００４
年以及以后时间段设为Ｐｏｓｔｔ＝１，２００３年及以前设为Ｐｏｓｔｔ＝０。　

①１０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Ｐｏｓｔｔ是交互项，系数β３ 是我们关注的政策效应。Ｘｉｔ表示所有的其他控制
变量。

２．内生性风险与解决思路

ＤＩＤ估计面临两类内生性问题，其一是样本选择性偏误（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政府不会随机选择哪些城市实施收容遣送制度，哪些不实施，这导致分组变

量是所谓内生虚拟变量（ｄｕｍｍｙ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如果政府是基于可观

测变量选择哪些城市作为处理组，那么，在ＤＩＤ估计方程中控制该可观测变

量就可以解决样本选择问题。如果政府是基于不可观测因素做出选择，那么，

需要根据非观测因素的性质，决定如何解决样本选择问题。我们把式（１）中的

随机误差项εｉｔ分成两个部分：一是个体固定效应，即式（１）中所有影响Ｙｉｔ且
不随时间变化（ｔｉｍｅ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的非观测因素，用αｉ 表示。二是时变误差，即
式（１）中因时而变（ｔｉｍｅ　ｖａｒｙｉｎｇ）且影响Ｙｉｔ的非观测因素，用μｉｔ表示。这样，

式（１）变为

Ｙｉｔ ＝β０＋β１Ｔｒｅａｔｅｄｉ＋β２Ｐｏｓｔｔ＋β３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Ｐｏｓｔｔ＋β４Ｘｉｔ＋αｉ＋μｉｔ．（２）

　　如果Ｔｒｅａｔｅｄｉ与αｉ相关，则可以使用固定效应估计消除选择性偏误。如
果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与μｉｔ相关，则应该使用 Ｍａｄｄａｌａ（１９８３）提出的干预效应模型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ＴＥ）对虚拟内生变量建模，校正选择性偏误。按

Ｋｈａｎｄ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的建议，我们可以通过平行趋势检验来验证上述方法
是否消除了分组变量内生所导致的偏误。
其二是同期其他事件可能导致交互项系数β３ 显著。我们将使用虚假因变

量检验，排除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发生的诸如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房地产市场启
动、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城市最优规模变化、“非典”爆发等事件所导致的β３

①１０在实证中，我们尝试过取２００３年为政策变化时间，取２００２年及以前为Ｐｏｓｔｔ＝０，２００３年及以后为
Ｐｏｓｔｔ＝１，ＤＩＤ估计结果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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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使用虚假处理组检验确认交互项显著只发生在真实的处理组相对于对
照组之间。

３．干预效应模型
通过对内生虚拟变量（ｄｕｍｍｙ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建模来修正选择性偏

误是 Ｈｅｃｋｍａｎ（１９７９）的贡献。他把未观测到的选择因素看成遗漏变量问题，
从样本选择模型中获得信息，矫正内生虚拟变量产生的偏误。Ｍａｄｄａｌａ（１９８３）
将 Ｈｅｃｋｍａｎ的样本选择视角扩展至政策评价领域，发展出了干预效应模型。
本文的干预效应模型（ＴＥ）设定如下：
回归方程：

Ｙｉｔ ＝β０＋β１Ｔｒｅａｔｅｄｉ＋β２Ｐｏｓｔｔ＋β３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Ｐｏｓｔｔ＋β４Ｘｉｔ＋εｉｔ， （３）

　　选择方程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ωＣｉｔ＋ｕｉｔ， （４）

其中，εｉｔ和ｕｉｔ是式（３）和式（４）的误差项，且服从二元正态分布，均值为０、协

方差矩阵为
σε ρ
ρ（ ）１ 。式（４）中，Ｃｉｔ是一组影响城市是否实施收容遣送制度的

自变量，其中至少包含一个独立解释变量，它不进入回归方程，但是极可能
影响城市实施收容遣送的概率。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是潜在变量，如果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０，
则观察到式（３）中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１，否则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０。式（３）和式（４）表达了一个
转换回归（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通过用式（４）替换式（３）中的Ｔｒｅａｔｅｄｉ，我们
就控制了式（３）由样本选择问题引起的偏误。对这一方法的详尽推导参见

Ｍａｄｄａｌａ（１９８３）和Ｇｕｏ　ａｎｄ　Ｆｒａｓｅｒ（２００９）。

四、变量、数据与经验观察

（一）变量

　　１．回归方程的因变量
为检验本文三个核心命题，我们使用了５种不同的因变量：（１）常住非户

籍人口、总人口、非农就业规模、规模缺口、人均非农ＧＤＰ。其中，常住非
户籍人口、城市总人口和城市非农就业规模三个变量代表城市规模。由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报告的总人口是户籍人口，而受政府实施或废止收容遣
送制度影响最大的群体是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因此，我们在基准回归中使
用常住非户籍人口，把总人口和非农就业规模作为因变量的情形放入稳健性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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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回归方程的控制变量
在检验命题一和命题二的回归方程中，本文所使用的控制变量及控制意

图如下：① 人均非农ＧＤＰ（对数）和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率，意图控制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影响；② 市场潜力（对数）　

①１１
　
，意图控制经济集聚

的影响；③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数）、人均资本存量（对数）　

②１２
　和人均ＦＤＩ，

意图控制投资、资本存量和投资环境的影响；④ 人均财政支出（对数）和普通
中学的师生比，意图控制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⑤ 人均建成区面积和人
均铺设道路面积，意图控制城市人口密度和拥挤程度的影响；⑥ 人均绿地面
积，意图控制城市环境的影响。

在检验命题三的回归方程中，本文所使用的控制变量及意图如下：① 第
二、三产业增加值比率，意图控制经济结构的影响；②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对数）、人均资本存量（对数）、人均ＦＤＩ，意图控制投资、资本存量和投资
环境的影响；③ＣＰＩ，意图控制通货膨胀的影响；④ 市场潜力（对数）、就业
密度和非农就业（对数），意图控制经济集聚水平的影响；⑤ 西部地区城市虚
变量、中部地区城市虚变量，意图控制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３．选择方程的解释变量
在式（４）中，我们选择了人均非农ＧＤＰ（对数）、总人口（对数）、第二、三

产业比率、就业密度、人均建成区、省会城市虚拟变量、人口机械增长率等
作为影响城市是否实施收容遣送制度的解释变量，其中人口机械增长率是独
立解释变量。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基础数据全部来源于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的 《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中市辖区数据。另有５个数据由作者计算得到，具体为：（１）常住非户籍
人口，使用市辖区ＧＤＰ总量数据除以市辖区人均ＧＤＰ数据得到市辖区常住
人口

　

③１３
　
，再由市辖区常住人口减去市辖区户籍人口得到市辖区常住非户籍人

口。（２）城市规模缺口，利用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模型所计算出的每个
城市最优规模减去城市的实际非农就业得到。（３）就业密度，通过计算每平方
米建成区上有多少非农就业人数得出。（４）市场潜力，根据 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推导的公式进行计算。（５）各城市之间距离以及到主要港口
距离由ＧＩＳ地图系统产生。

①

②

③

１１城市的市场潜力（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是通过衡量其他城市的总支出，并经本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距
离折现加总而出得到的，用来表示这个城市生产的所有产品销售所能够取得的最大收入。
１２本文参照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的做法，使用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
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作为资本存量的代理变量。
１３我们在《１９４９—２００８新中国６０年统计资料汇编》中查到了北京市常住人口数据。与我们计算得出的
常住人口数据对比发现，除人口普查年份有出入之外，两个数据高度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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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样本筛选

我们的样本分为两组，一组是全样本，指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选择
的２０４个城市，其中处理组有５５个城市 　

①１４
　
，对照组有１４９个城市；另一组是

筛选样本，只包括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选择的２０４个城市中的特大城市
和大城市，其中处理组是剔除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之后余下的实
施过收容遣送的２２个城市 　

②１５
　
，对照组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没有实施过收容

遣送制度的６４个城市。

（四）描述性统计

表１提供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五）经验观察

图２—图４显示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规模和人均收入的时
间序列。从图中可以发现：（１）２００３年之前，无论是全样本还是筛选样本，
处理组常住非户籍人口规模都较小。这说明当时收容遣送制度在控制 “三无”
人员上是有效的

　

③１６
　
。（２）２００３年之前，在全样本中，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城市

规模和人均收入水平具有共同趋势；在筛选样本中，两者趋势几乎合一。这
有利于我们使用ＤＩＤ模型推断政策效应。（３）２００３年之后，无论是城市规模
还是人均收入，处理组相对于控制组均发生了明显的跳跃，而且人均收入跳
跃的发生时间要晚于城市规模。这可能是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导致城市规模扩
大，进而，人均收入提高的直观证据。当然，我们需要严格的计量分析才能
推断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间处理组相对于对照组发生的跳跃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
性，以及是否能把这一跳跃归因于废止收容遣送制度。

①

②

③

１４属于全样本中处理组的城市有：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锦州、辽阳、长
春、吉林、哈尔滨、上海、南京、无锡、徐州、苏州、淮安、杭州、宁波、温州、合肥、福州、厦门、泉州、南昌、新
余、济南、青岛、烟台、德州、郑州、洛阳、武汉、十堰、襄樊、长沙、岳阳、广州、深圳、汕头、佛山、肇庆、东莞、
南宁、梧州、海口、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西宁、乌鲁木齐。资料来源：中经网的“中国法律法规库检
索查询系统”、北大法宝的“法律法规库”、１１０网的“中国法律法规库”、北大法意的“中国法律法规库”、法
律之星的“法规库”。重庆也对三无“人员”出台了收容遣送制度，但由于重庆没有１９９７年以前的数据，
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５）把它排除在２０４个城市之外，我们也沿用了这一做法。
１５进入筛选样本处理组的城市有２２个，具体如下：唐山、锦州、辽阳、吉林、无锡、徐州、苏州、淮安、温州、
泉州、新余、烟台、德州、洛阳、十堰、襄樊、岳阳、汕头、佛山、肇庆、东莞、梧州。
１６对照组常住非户籍人口规模较小的原因与对照组城市的人口流入数量小而且户籍较为容易取得有关，
而处理组常住非户籍人口规模小则与武红玉（２００３）讨论的利益驱动导致收容遣送扩大化有关。有媒体指
出公安和民政部门有严格执行收容遣送制度的经济激励，甚至成为相关部门的一个重要的创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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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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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Ａ　常住非户籍人口：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全样本）
资料来源：本文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计算。

图２Ｂ　常住非户籍人口：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筛选样本）
资料来源：本文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计算。

图３Ａ　总人口：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全样本）
资料来源：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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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Ｂ　总人口：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筛选样本）
资料来源：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图４Ａ　人均非农ＧＤＰ：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全样本）
资料来源：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图４Ｂ　人均非农ＧＤＰ：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筛选样本）
资料来源：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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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估计

　　１．废止收容遣送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
表２报告了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对常住非户籍人口的影响。第（１）—（３）列

是全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第（４）—（６）列是筛选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其中，
第（１）列与第（４）列是没有加入固定效应的ＤＩＤ估计。第（２）列与第（５）列使用
了双向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的ＤＩＤ估计，同时，我们将
部分控制变量滞后一期以解决可能存在的同期内生性，我们称这一估计结果
为ＤＩＤ－ＦＥ。第（３）列与第（６）列使用了处置效应（ＴＥ）模型解决分组变量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与时变误差相关导致的样本选择性偏误，同样的，我们将部分解释变量滞后一
期以解决可能存在的同期内生性，我们称这一估计结果为ＤＩＤ－ＴＥ。
表２显示的回归结果支持命题一成立。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Ｐｏｓｔｔ 的回归系数估计

值显示，在全样本中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导致城市常住非户籍人口显著增加约
３７．８万，在筛选样本中，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导致城市常住非户籍人口显著增
加约２１万。主要控制变量估计系数的大小、符号和显著性水平符合预期。第
（３）列和第（６）列χ

２ 统计量显著说明Ｔｒｅａｔｅｄｉ与时变误差相关，因此，需要使用
干预效应模型纠正样本选择偏误。基于此，读者应该更为相信ＤＩＤ－ＴＥ的结果。

表２　废止收容遣送对常住非户籍人口的影响

因变量：
常住非

户籍人口

全样本 筛选样本

ＤＩＤ　 ＤＩＤ－ＦＥ　 ＤＩＤ－ＴＥ　 ＤＩＤ　 ＤＩＤ－ＦＥ　 ＤＩＤ－Ｔ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Ｐｏｓｔｔ ３６．７４＊＊＊

（５．５５）
３３．５５＊＊＊

（６．０６）
３７．７９＊＊＊

（５．３５）
１５．９７＊＊

（２．２６）
１３．３４＊＊

（２．０８）
２０．８１＊＊

（２．２５）
控制变量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城市固定效应 √ √
时间固定效应 √ √
滞后控制变量 √ √ √ √
处置效应 √ √
样本量 １　６３２　 １　６３２　 １　６３２　 ６８８　 ６８８　 ６８８
处理组城市 ５５　 ５５　 ５５　 ２２　 ２２　 ２２
对照组城市 １４９　 １４９　 １４９　 ６４　 ６４　 ６４
Ｒ２　 ０．２６４４　 ０．６３３１　 ０．２０４９　 ０．６０５１
Ｗａｌｄ　 ６６．８２＊＊＊ ２６．７５＊＊

χ２ １３．５１＊＊＊ ９．４２＊＊

　　注：（１）＊＊＊、＊＊、＊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估计系数下面括号内报告的是经过
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调整的ｔ统计量或ｚ统计量。（２）为节约版面，虚拟变量Ｔｒｅａｔｅｄｉ和Ｐｏｓｔｔ的估计系
数没有报告。（３）在ＤＩＤ－ＴＥ中，Ｗａｌｄ是衡量ＴＥ模型拟合度的检验，当其显著时，表明回归模型中
所使用的协变量是恰当的；χ２统计量是针对原假设 Ｈ０：ρ＝０的似然比检验的结果。这一比值检验的
是将一个针对选择方程的独立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一个针对观察数据的回归模型的联合似然值（ｊｏｉｎｔ
ｌｉｋｅｈｏｏｄ）与干预效应模型的似然值进行比较。拒绝原假设意味着干预效应模型是合适的。（４）滞后控
制变量包括人均非农ＧＤＰ、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ＦＤＩ、人均财政支出、人均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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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废止收容遣送对城市规模缺口的影响
表３显示的结果支持命题二成立，对于那些曾经实施过收容遣送制度的

城市，在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后，实际人口规模与最优城市规模之间的差距缩
小了１５万—２０万人。

表３　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对城市规模缺口的影响

因变量：
城市

规模缺口

全样本 筛选样本

ＤＩＤ　 ＤＩＤ－ＦＥ　 ＤＩＤ－ＴＥ　 ＤＩＤ　 ＤＩＤ－ＦＥ　 ＤＩＤ－Ｔ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Ｐｏｓｔｔ －１４．９３＊

（－１．８９）
－１９．９６＊＊＊

（－３．５２）
－２０．４２＊＊

（－２．５２）
－２４．２３＊＊

（－２．１４）
－２５．９８＊＊＊

（－２．６９）
－１９．６７＊

（－１．７６）

控制变量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城市固定效应 √ √
时间固定效应 √ √
滞后控制变量 √ √ √ √
处置效应 √ √
样本量 ２　４４８　 ２　４４８　 ２　４４８　 １　０３２　 １　０３２　 １　０３２
处理组城市 ５５　 ５５　 ５５　 ２２　 ２２　 ２２
对照组城市 １４９　 １４９　 １４９　 ６４　 ６４　 ６４
Ｒ２　 ０．２８４４　 ０．６０６８　 ０．３６１０　 ０．６１０４
Ｗａｌｄ　 ４６１．１８＊＊＊ ３６８．５２＊＊＊

χ２ ０．７３　 ２５．２７＊＊＊

　　注：（１）＊＊＊、＊＊、＊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估计系数下面括号内报告的是经过
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调整的ｔ统计量或ｚ统计量。（２）为节约版面，虚拟变量Ｔｒｅａｔｅｄｉ和Ｐｏｓｔｔ的估计系
数没有报告。（３）在ＤＩＤ－ＴＥ中，Ｗａｌｄ是衡量ＴＥ模型拟合度的检验，当其显著时，表明回归模型中
所使用的协变量是恰当的；χ２统计量是针对原假设 Ｈ０：ρ＝０的似然比检验的结果。这一比值检验的
是将一个针对选择方程的独立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一个针对观察数据的回归模型的联合似然值（ｊｏｉｎｔ
ｌｉｋｅｈｏｏｄ）与干预效应模型的似然值进行比较。拒绝原假设意味着干预效应模型是合适的。（４）滞后控
制变量包括人均非农ＧＤＰ、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ＦＤＩ、人均财政支出、人均资本存量。

３．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对人均非农ＧＤＰ的影响
表４显示的结果支持命题三成立，废止收容遣送制度提高了处理组城市

的人均非农ＧＤＰ，增长幅度约为４．１％—７．４％。

表４　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对人均非农ＧＤＰ的影响

因变量：
对数人均

非农ＧＤＰ

全样本 筛选样本

ＤＩＤ　 ＤＩＤ－ＦＥ　 ＤＩＤ－ＴＥ　 ＤＩＤ　 ＤＩＤ－ＦＥ　 ＤＩＤ－Ｔ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Ｐｏｓｔｔ ０．０４１０＊

（１．９１）
０．０６０３＊＊＊

（４．３１）
０．０４１７＊

（１．７６）
０．０６１２＊

（１．８１）
０．１０６２＊＊＊

（５．１７）
０．０７３８＊

（１．８７）

控制变量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城市固定效应 √ √
时间固定效应 √ √
滞后控制变量 √ √ √ √
处置效应 √ √
样本量 ２　４４８　 ２　４４８　 ２　４４８　 １　０３２　 １　０３２　 １　０３２
处理组城市 ５５　 ５５　 ５５　 ２２　 ２２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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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对数人均

非农ＧＤＰ

全样本 筛选样本

ＤＩＤ　 ＤＩＤ－ＦＥ　 ＤＩＤ－ＴＥ　 ＤＩＤ　 ＤＩＤ－ＦＥ　 ＤＩＤ－Ｔ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对照组城市 １４９　 １４９　 １４９　 ６４　 ６４　 ６４

Ｒ２　 ０．８８５８　 ０．９６４２　 ０．８８４２　 ０．９６６８

Ｗａｌｄ　 １６　６８０．８４＊＊＊ ７　４６６．８６＊＊＊

χ２ ２８．０６＊＊＊ １５．０６＊＊＊

　　注：（１）滞后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ＦＤＩ、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财政支出、
人均资本存量、就业密度。（２）＊＊＊、＊＊、＊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估计系数下面括
号内报告的是经过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调整的ｔ统计量或ｚ统计量。（３）为节约版面，虚拟变量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和Ｐｏｓｔｔ的估计系数没有报告。（４）在ＤＩＤ－ＴＥ中，Ｗａｌｄ是衡量ＴＥ模型拟合度的检验，当其显著时，
表明回归模型中所使用的协变量是恰当的；χ２ 统计量是针对原假设 Ｈ０：ρ＝０的似然比检验的结果。
这一比值检验的是将一个针对选择方程的独立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一个针对观察数据的回归模型的联合似然
值（ｊｏｉｎｔ　ｌｉｋｅｈｏｏｄ）与干预效应模型的似然值进行比较。拒绝原假设意味着干预效应模型是合适的。
（５）滞后控制变量包括人均非农ＧＤＰ、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ＦＤＩ、人均财政支出、人均资本存量。

（二）平行趋势检验

按Ｋｈａｎｄ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证明，在ＤＩＤ模型中，时间虚拟变量、分组虚
拟变量及交互项与误差项无关等价于平行趋势假设。平行趋势假设是指 “如
果没有干预，处理组和对照组将有共同变化趋势”，对此的检验被称为平行趋
势检验。本文的检验方法是以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为政策效应发生作用时期，将剩
余数据分为两个时间段：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分别对应废止收容
遣送制度之前与之后，利用ＤＩＤ－ＴＥ估计模型逐年考察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Ｐｏｓｔｔ 的估
计系数是否显著。以１９９８年为例，令１９９７年的Ｐｏｓｔｔ＝０，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的Ｐｏｓｔｔ＝１。如果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Ｐｏｓｔｔ的系数不显著，
则说明处理组和对照组在１９９８年有共同趋势。
表５显示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Ｐｏｓｔｔ 的估计系数在多数年份都在统计上无异于０，

说明处理组和对照组有共同趋势。在筛选样本中，２００２年处理组的常住非户
籍人口相对于对照组发生跳跃，这一跳跃在１０％显著水平上显著，但是，总
人口、城市规模缺口和人均非农ＧＤＰ却没有跳跃。这可能暗示筛选样本中的
处理组实施收容遣送制度与常住非户籍人口跳跃式增长有关。
平行趋势检验印证了两个问题：第一，无论是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之前还是

之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处理组和对照组都具有相近或相同的趋势。
第二，处理组相对于对照组跳跃的时间点正是废止收容遣送制度的时间点。

（三）安慰剂检验

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为什么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处理组相对于对照组的跳
跃不是同期发生的其他事件导致的呢？对此，我们使用安慰剂检验来排除这
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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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平
行
趋
势
检
验

时
间
段

考
察
年
份

常
住
非
户
籍
人
口

ｌｏ
ｇ
（ 总
人
口
）

城
市
规
模
缺
口

ｌｏ
ｇ
（ 人
均
非
农
Ｇ
Ｄ
Ｐ
）

全
样
本

筛
选
样
本

全
样
本

筛
选
样
本

全
样
本

筛
选
样
本

全
样
本

筛
选
样
本

废
止
前

１９
９７
—
２０
０２
年

１９
９８

—
—

０．
０１
９８

（ ０
．２
４
）

０．
０１
４２

（ ０
．１
２
）

－
１６
．８
６

（ －
１．
２４
）

－
７．
８５

（ －
０．
３９
）

－
０．
０３
２２

（ －
０．
６０
）

０．
０４
２５

（ ０
．４
６
）

１９
９９

—
—

－
０．
０１
２５

（ －
０．
１９
）

－
０．
００
２１

（ －
０．
０２
）

１５
．８
１

（ １
．３
２
）

１１
．０
２

（ ０
．５
８
）

０．
００
２６

（ ０
．０
６
）

０．
０８
９９

（ １
．３
２
）

２０
００

—
—

０．
０２
６１

（ ０
．４
２
）

０．
０９
０３

（ ０
．９
１
）

２．
８０

（ ０
．２
６
）

－
１．
１６

（ －
０．
０７
）

－
０．
０１
５４

（ －
０．
４０
）

０．
０４
７１

（ ０
．８
２
）

２０
０１

—
—

０．
０５
０６

（ ０
．７
７
）

０．
１１
３８

（ １
．０
７
）

６．
４９

（ ０
．５
７
）

９．
１４

（ ０
．５
７
）

０．
００
５２

（ ０
．１
４
）

０．
０６
７９

（ １
．１
９
）

２０
０２
　

２．
０１

（ ０
．２
６
）

５．
３３

＊

（ １
．８
３
）

０．
１０
１１

（ １
．２
２
）

０．
１２
７６

（ ０
．９
６
）

－
２１
．０
９

（ －
１．
５０
）

－
７．
０５

（ －
０．
３６
）

０．
０３
０６

（ ０
．６
５
）

０．
０８
７７

（ １
．２
１
）

废
止
后

２０
０６
—
２０
０８
年

２０
０６
　

１６
．２
７

（ １
．２
１
）

１９
．０
０

（ １
．３
２
）

－
０．
０３
６９

（ －
０．
３８
）

－
０．
０５
５５

（ －
０．
４４
）

－
５．
５４

（ －
０．
３６
）

８．
３９

（ ０
．４
０
）

０．
０４
９２

（ １
．２
４
）

０．
０７
０８

（ １
．１
８
）

２０
０７
　

１５
．９
８

（ １
．２
４
）

１７
．５
２

（ １
．３
０
）

－
０．
０６
５０

（ －
０．
７８
）

－
０．
０５
０８

（ ０
．４
７
）

２．
３９

（ ０
．１
８
）

５．
２９

（ ０
．３
０
）

０．
０２
１６

（ ０
．６
１
）

－
０．
００
２０

（ －
０．
０３
）

２０
０８
　

１１
．７
２

（ ０
．７
１
）

９．
５１

（ ０
．４
５
）

－
０．
０５
６１

（ －
０．
５７
）

－
０．
０４
８３

（ －
０．
３９
）

１４
．２
２

（ １
．０
３
）

１０
．５
４

（ ０
．６
３
）

０．
０１
３７

（ ０
．３
６
）

－
０．
０１
９８

（ －
０．
３４
）

　
　
注
：（
１
）
本
表
所
用
的
估
计
方
法
是
ＤＩ
Ｄ
－Ｔ
Ｅ
，
表
格
报
告
了
Ｔｒ
ｅａ
ｔｅ
ｄ ｉ
×
Ｐｏ
ｓｔ
ｔ
的
估
计
系
数
和
经
异
方
差
稳
健
标
准
误
调
整
的
ｔ
统
计
量
，
估
计
系
数
不
显
著
说
明
处
理
组
和
控
制
组
在

该
年
份
具
有
共
同
趋
势
。
（ ２
）
＊
＊
＊
、＊
＊
、＊
分
别
代
表
在
１
％
、
５
％
、
１０
％
水
平
上
显
著
。
估
计
系
数
下
面
括
号
内
报
告
的
是
经
过
异
方
差
稳
健
标
准
误
调
整
的
ｔ
统
计
量
或
ｚ
统
计
量
。

（ ３
）
为
节
约
版
面
，
虚
拟
变
量
Ｔｒ
ｅａ
ｔｅ
ｄ ｉ
和
Ｐｏ
ｓｔ
ｔ
的
估
计
系
数
没
有
报
告
。
（ ４
）
在
ＤＩ
Ｄ
－Ｔ
Ｅ
中
，
Ｗ
ａｌ
ｄ
是
衡
量
Ｔ
Ｅ
模
型
拟
合
度
的
检
验
，
当
其
显
著
时
，
表
明
回
归
模
型
中
所
使
用
的

协
变
量
是
恰
当
的
；
χ
２
统
计
量
是
针
对
原
假
设
Ｈ
０
：
ρ
＝
０
的
似
然
比
检
验
的
结
果
。
这
一
比
值
检
验
的
是
将
一
个
针
对
选
择
方
程
的
独
立
Ｐｒ
ｏｂ
ｉｔ
模
型
和
一
个
针
对
观
察
数
据
的
回
归
模
型

的
联
合
似
然
值
（ ｊｏ
ｉｎ
ｔ 　
ｌｉ
ｋｅ
ｈｏ
ｏｄ
） 与
干
预
效
应
模
型
的
似
然
值
进
行
比
较
。
拒
绝
原
假
设
意
味
着
干
预
效
应
模
型
是
合
适
的
。
（ ５
）
滞
后
控
制
变
量
包
括
人
均
非
农
Ｇ
Ｄ
Ｐ
、
人
均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额
、
人
均
Ｆ
ＤＩ
、
人
均
财
政
支
出
、
人
均
资
本
存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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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虚假因变量检验
为排除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房地产市场启动、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国务

院发布 《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城市最优规模变化、人口
自然增长率变化、“非典”爆发等事件导致处理组相对于对照组发生跳跃，我
们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住宅投资、房地产业从业人数、市辖区土地面
积、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城市最优规模、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医生数量
等不受收容遣送制度影响的变量作为虚假因变量，使用相同的处理组和对照
组以及相同的处理年份，检验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是否显著异于０。

表６　虚假因变量检验的估计结果

（ｌｏｇ）
人均固定

资产投资

（ｌｏｇ）
人均住宅

投资额

（ｌｏｇ）
房地产业

从业人员

（ｌｏｇ）
市辖区

土地面积

（ｌｏｇ）人均
第一产业

增加值

（ｌｏｇ）
城市

最优规模

人口自然

增长率

人均

医生数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Ｐｏｓｔｔ －０．０５５０
（－１．５１）

０．０５８２
（０．９２）

０．１２１１
（１．３０）

０．０４
（０．６２）

－０．０２９０
（－０．２４）

０．１１５５
（１．６２）

－０．０４３２
（－１．４８）

－０．０００１
（－０．８３）

控制变量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滞后控制变量 √ √ √ √ √ √ √ √
处置效应 √ √ √ √ √ √ √ √
样本量 ２　４４８　 ２　４４８　 ２　４４８　 ２　４４８　 ２　４４８　 ２　４４８　 ２　４４８　 ２　４４８

　　注：（１）本表所用的估计方法是ＤＩＤ－ＴＥ。（２）＊＊＊、＊＊、＊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
估计系数下面括号内报告的是经过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调整的ｔ统计量或ｚ统计量。（３）为节约版面，虚
拟变量Ｔｒｅａｔｅｄｉ和Ｐｏｓｔｔ的估计系数没有报告。（４）在ＤＩＤ－ＴＥ中，Ｗａｌｄ是衡量ＴＥ模型拟合度的检
验，当其显著时，表明回归模型中所使用的协变量是恰当的；χ２ 统计量是针对原假设 Ｈ０：ρ＝０的似
然比检验的结果。这一比值检验的是将一个针对选择方程的独立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一个针对观察数据的回
归模型的联合似然值（ｊｏｉｎｔ　ｌｉｋｅｈｏｏｄ）与干预效应模型的似然值进行比较。拒绝原假设意味着干预效应
模型是合适的。（５）滞后控制变量包括人均非农ＧＤＰ、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ＦＤＩ、人均财政支
出、人均资本存量。

表６显示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Ｐｏｓｔｔ对虚假因变量的影响在统计上均不显著。由此
可以确定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发生的事件在统计上不显著影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人均住宅投资、房地产业从业人数、市辖区土地面积、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
城市最优规模、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医生数量等，它只影响城市实际规模、
城市规模缺口与人均非农ＧＤＰ。

２．虚假处理组检验
虚假处理组检验方法是：第一，将没有实施收容遣送制度的城市分为两

组：虚假处理组和对照组。分组的依据是城市人均 ＧＤＰ是否达到或超过３
８５６美元，这是世界银行评判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属于中等偏上收入的标准。
在全样本１４９个没有实施收容遣送制度的城市中，有３４个城市属于中等偏上
收入，我们以之作为全样本的虚假处理组，以剩下的１１５个城市作为全样本
的对照组；在筛选样本６４个没有实施收容遣送制度的城市中，有２２个城市
属于中等偏上收入，我们以之作为虚假处理组，以剩下的４２个城市作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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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第二，令虚假处理组的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１，对照组的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０；２００４年及
以后时间段为 Ｐｏｓｔｔ＝１，２００３年及以前为 Ｐｏｓｔｔ＝０，考察回归方程中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Ｐｏｓｔｔ的估计系数是否显著异于０。

表７显示，不管是全样本还是筛选样本，虚假处理组检验的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Ｐｏｓｔｔ估计系数都要远小于基准估计。常住非户籍人口方程的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Ｐｏｓｔｔ
估计系数显著异于０说明存在集聚效应。不过，虚假处理组存在集聚效应尚
不足以否定基准估计的结果。因为在基准估计中，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Ｐｏｓｔｔ 对常住非
户籍人口的估计系数约为 ２０．８ 万—３７．５ 万，而在虚假处理组检验中，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Ｐｏｓｔｔ对常住非户籍人口影响的估计系数约为５．０万—８．８万。

表７　虚假处理组检验的估计结果

常住非户籍人口 规模缺口 ｌｏｇ（人均非农ＧＤＰ）

全样本 筛选样本 全样本 筛选样本 全样本 筛选样本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Ｐｏｓｔｔ ５．００＊＊

（２．２３）
８．８４＊＊＊

（３．４８）
－０．６５０２
（－０．０６）

－０．６３３８
（－０．０５）

－０．０１９４
（０．７７）

－０．０３０８
（－０．９８）

控制变量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滞后控制变量 √ √ √ √ √ √
处置效应 √ √ √ √ √ √
样本量 １　１９２　 ５１２　 １　７８８　 ７６８　 １　７８８　 ７６８

处理组城市 ３４　 ２２　 ３４　 ２２　 ３４　 ２２

对照组城市 １１５　 ４２　 １１５　 ４２　 １１５　 ４２

　　注：本表所用的估计方法是ＤＩＤ－ＴＥ。（１）＊＊＊、＊＊、＊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估
计系数下面括号内报告的是经过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调整的ｔ统计量或ｚ统计量。（２）为节约版面，虚拟
变量Ｔｒｅａｔｅｄｉ和Ｐｏｓｔｔ的估计系数没有报告。（３）在ＤＩＤ－ＴＥ中，Ｗａｌｄ是衡量ＴＥ模型拟合度的检验，
当其显著时，表明回归模型中所使用的协变量是恰当的；χ２ 统计量是针对原假设 Ｈ０：ρ＝０的似然比
检验的结果。这一比值检验的是将一个针对选择方程的独立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一个针对观察数据的回归模
型的联合似然值（ｊｏｉｎｔ　ｌｉｋｅｈｏｏｄ）与干预效应模型的似然值进行比较。拒绝原假设意味着干预效应模型
是合适的。（４）滞后控制变量包括人均非农ＧＤＰ、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ＦＤＩ、人均财政支出、
人均资本存量。

（四）稳健性检验

我们做了如下稳健性检验：（１）对筛选样本数据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提出的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ＤＩＤ－ＰＳＭ）模型估计了常住非户
籍人口、城市规模缺口和人均非农ＧＤＰ方程，以消除处理组和对照组控制变
量存在均值差异所导致的偏误。（２）在基准估计中，以城市总人口对数值和水
平值、非农就业规模的对数值和水平值作为城市规模的代理变量检验命题一；
剔除负值后的城市规模缺口的水平值和对数值作为因变量检验命题二；城市
人均ＧＤＰ和非农ＧＤＰ的水平值作为因变量检验命题三。（３）在安慰剂检验
中，将对照组分为南北两个对照组，进行不同对照组检验；把南方对照组作
为虚假处理组进行虚假处理组检验；假设废止收容遣送制度提前若干年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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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若干年进行虚假（ｆａ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时间点检验。（４）在稳健性检验中，引入收入
与年份的交互项、产业结构与年份的交互项，以此控制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
产业结构的城市有不同的趋势。上述这些检验无一例外地支持基准估计的结
果是稳健的。限于篇幅，我们没有一一报告上述回归的估计结果。

六、结　　论

在本文的研究中，对政策的评价与对理论的检验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一方面，本文将废止收容遣送制度视为检验最优城市理论的 “自然实验”，另
一方面，评估了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对城市规模和人均收入的影响。
本文的实证结果支持最优城市理论的预言，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导致相关

城市规模向城市最优规模恢复性增长，因此，城市人均收入向其应有的潜在
收入水平恢复性增长。按最优城市理论所描述的机制，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之
后，相关城市人均收入增长的原因是政府减少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城市自发
向均衡状态修复。
为了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进行一系列检验。（１）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确认ＤＩＤ－ＴＥ估计解决了分组虚拟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并确认处理组和对照
组在政策变化前后有共同趋势、处理组相对于对照组的跳跃只发生在废止收
容遣送的窗口期。（２）通过虚假因变量检验，排除了跳跃是由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
发生的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上涨、行政区划改变、非典等事件导致的；虚
假处理组检验确认了跳跃只发生在真实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而没有发生在
虚假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３）通过ＤＩＤ－ＰＳＭ估计，排除了跳跃是由处理组
和对照组在控制变量上的差异导致。（４）通过一系列其他稳健性检验，确认基
准估计结果是相当稳健的。
本文在政策意义上的启示是：政府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多让市场在资源

配置上发挥基础性或决定性作用，减少对城市发展不必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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